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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研究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布局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纵观历史,世
界上重要的教育、科技和人才中心的形成都源于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及其应用发展。根据科学史

中“汤浅现象”的测算原理,世界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基本上是同构的。进入新时

代,我国基础研究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新特征和新趋势,面临着新的发展

机遇。科学地、有效地认识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未来,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建设,应面向基础研究精细化、体系化,加强战略性基础研究布

局;面向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期,加强对基础科学及其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面向基础研究的智能

化和数字化,优化专家参与和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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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

展,数智驱动的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国际科

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大力培育和发展基础研究

是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
支撑高质量发展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联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与经济

合作 与 发 展 组 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将科学研究划分为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1]。其中,基础研究

是指“为了获得关于客观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

理的新知识所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基础研

究不以任何专门的或具体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2]。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和工程的深度融合,明确区分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已不符合科学的交叉发

展与动态演变[3]。因此,从广义来看,基础研究包括

揭示自然界普遍规律或自然科学一般原理的纯基础

研究[4],以及把自然界普遍规律或自然科学一般原理

引申到某一应用目标的特殊规律的研究[5]。

侯剑华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主

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学与科学计量学、科技

信息分析与竞争情报、科技信息管理与科

技创新。获评 中 国 科 学 学 与 科 技 政 策 研

究会优秀青年学者(2023年),省级优秀专

家(2018年),省 级 高 校 创 新 人 才 (2016
年),高等学校杰出青年学者等,入选省级

百千万人才工程。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5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5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作为科学技术创新的源头,基础研究

在科技、教育和人才等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日益

凸显。首先,作为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基础研

究的本质是探索客观世界的规律,追求新的发现和

发明,产出并积累科学知识,创建新理论、创立新方

法、开创知识新领域,是科学技术发展主导力量。其

次,知识创造和人才培养是基础研究的两个核心功

能。基础研究本身不断培养和造就大批科研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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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科学家,为社会输送大量的优秀研究型人才,并
且通过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等不断提升社会公众的

科学素养。再次,基础研究是推动教育,尤其是高等

教育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坚实保障。总之,基础研究

与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互为一体,相互促进,可共

同推动人类社会繁荣和文明发展。
科技史表明,近代以来的基础研究与教育、科

技、人才的发展同向同行。基础研究是教育、科技、
人才发展的关键支撑和战略先导,教育、科技、人才

的发展持续推动基础研究的不断进步。新中国建立

以来,我国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广大科技工作

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两弹一星”、人工合成

牛胰岛素、多复变函数论突破、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等

重大基础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科学的

春天”,先后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

划)”“攀登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基础研究整体研究实力和学术水平显著增

强[6]。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成功组织一批重大基础研究

任务、建成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基础前沿方向重

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近年来,随着我国基础研究

能力不断提升,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基础研究与

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融合发展趋势日趋明显,
基础研究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是我

国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的时代需求。

1 回望历史:基础研究与“三大中心”转移同

向同行

  基础研究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布

局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建设世界科技中心、世界重

要教育中心和世界人才中心(简称“世界三大中心”)
是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布局的重

要目标,也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

史基础的重要抓手。世界三大中心转移的本质上就

是基础研究中心的转移。我国的基础研究工作,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点到面的全方位

发展。进入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
推动我国向世界三大中心不断迈进指明了方向。

1.1 世界教育、科技、人才“三大中心”的转移规律

人类历史上,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
明程度高、创新最活跃的地方集聚,科学和人才的大

量结合往往催生出世界科学中心或世界高等教育中

心。判别世界科学中心或高等教育中心一般有两个

标准:一个是按照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对“世界

科学活动中心”的定义,即重大科研成果占同期世界

总数的占比超过25%就是世界科学中心[7];另一个

是世界一流学者和优秀留学生的集聚度,集聚度最

高的国家就是世界人才中心[8]。
世界教育、科学、人才“三大中心”的形成和转移

基本同构。20世纪60年代汤浅光朝对科学史上的

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作了定量分析[7],论证了英

国学者贝尔纳关于科学中心及其转移过程的见

解[9]。1974年,我国科学计量学者赵红洲也独立地

发现了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10]。一般认为,
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发生了五次转移:一是

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科学发展;
二是17世纪的英国,坚实的制度和环境基础促进了

教育的创新,培根经验主义哲学加速了科学进步;三
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营造了向往科学的社会

氛围,产生了一大批卓越科学家;四是19世纪的德

国,新人文主义运动加速了科学发展,诞生了一批优

秀的科学家;五是20世纪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带

动了科学的发展,集聚了众多世界级科学家和发

明家。
开放的知识、人才、资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形成

与保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而成为世界科学中

心的国家,也往往是人才流动、知识流动与传播速率

较高的区域[11]。1971年美国学者本·戴维首次探

讨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现象,认为世界科学

中心和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存在高度的关联性。近代

以来,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也是周期性转移的,意大

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

心。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成为高等教育中心与科学

活动中心的时间大致是重叠的,一个国家的高等教

育兴隆周期越长,其科学兴隆周期往往也越长[12]。

1.2 我国基础研究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中国基础研究建设始于新中国成立后。1956
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实行“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老一辈科学家参照着国际标

准和国内现状,深挖布局基础学科,攻坚克难,使得

我国基础研究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点到面的全方位进步,逐步建立起我国的基础

研究体系,并填补国内甚至国际的研究“空白”。我

国在多项基础研究中相继获得突破性成果,“两弹一

星”成功的制造和发射使得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
英国、法国之后的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继苏联

和美国之后的第三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科学家

朱李月和丁肇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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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物理界研究基本粒子提供了重要线索,数学家

陈景润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
 

n
 

=
 

5
 

情况为费马大

定理解决提供了重要的进展,以及第一台电子管计

算机试制成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为科技创新提供了

理论支持和实验依据,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从事基

础研究工作,为当时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提供了最新

的知识和科学发展趋势,同时也为改革开放以后我

国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的重要论断,确立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1986年我国启动

实施了863计划,旨在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

科技进步。1997年我国启动实施了973计划,旨在

推动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发展,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我国的基础研究随之持续推进,在载人航天工

程、杂交水稻技术、基因组学和生物技术、高能物理

和粒子物理等领域取得了众多的成果。大量的基础

研究成果被应用到了技术开发和生产生活中,为新

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提供了理论和实验支持。基础

研究的成果也被引入到教育体系中,成为学生学习

的基础,同时大量的研究人员投入基础研究项目,不
断积累经验,创建了新的方法理论体系,整体性提高

了我国科研人员的研究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布局,

瞄准世界科学研究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根据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发展的国际趋势和国内基础,在
可能发生革命性突破的方向,前瞻性地开展一批发

展前景较好的探索预研工作,夯实了基础研究的物

质基础,基础研究成绩斐然。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王贻芳研究员获得基础物理

学突破奖,王猛教授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发现镍基高

温超导体,黄晓旭团队利用自主研发的三维透射电

镜技术在纳米金属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等,重大成

果呈“星星之火”,蓄积“燎原之势”,取得了一批诸如

中微子振荡、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自由度量子隐形

传态、鸟类起源研究等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研

究成果,在量子调控、纳米科学、蛋白质科学、干细

胞、发育与生殖、全球变化等研究领域也取得一系列

重要进展。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呈现以下发展趋势:一是

规模和体量迅速扩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继续保持

快速增长,从2015年的716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

1
   

504亿元,2020年基础研究支出占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支出比例已达到6%。二是产出数量

持续增长,2023自然指数年度榜单(Nature
 

Index
 

2023
 

Annual
 

Tables)发布,中国科学院位列全球首

位,根据此前发布的自然指数数据,中国科学院已连

续十一年位列该排行榜全球第一。我国科研人员在

铁基超导、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中微子

振荡等领域取得了一批世界瞩目的成果,为国家科

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是科研

条件建设成效显著,我国基础研究实验条件实现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建成了一批高水平

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等基础研究

实验基地,目前正布局于多地区合作,对标打造国际

一流科技创新平台。

1.3 基础研究推动“世界三大中心”转移的启示

世界三大中心转移的本质上就是基础研究中心

的转移。究其原因,“世界三大中心”的形成源于大

规模科学成果的重大突破和涌现,而科学成果源于

基础研究的大量铺垫与社会诸多因素的有机结合,
同时基础研究的各个领域聚集了世界领军的科技人

才,人才间的知识碰撞产生了新的知识和技术,具有

极强的战略性和引领性,进而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

育的快速发展。因此,基础研究是支撑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先导。

(1)
 

基础研究推动科学研究实现从“小科学”到
“大科学”的转变。纵观“世界三大中心”的转移,从
意大利最初思想解放激发了人们研究自然现象,探
究自然界规律的兴趣开始;逐步到法国支持自然科

学研究,促使科学研究建制化;再到美国政府将基础

研究视为国家崛起及强盛的根本性要素,最终建设

成为世界超强大国。而基础研究最初也正是主要以

学术机构中自由探索为主的“小科学”时代,逐步发

展进入到了由国家主导、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协

同创新的“大科学”时代。相比于机构提供的有限条

件与资源,国家集中优势资源,加强组织领导,动员

企业和社会力量,更好地推动基础研究的发展。世

界主要强国与地区也将其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

中到制约国家发展最迫切、最需要的地方以及社会

发展最重要的方向上,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层次和

类型的科技发展计划。
(2)

 

“带头学科”驱动重大科学成果的涌现。随

着科学自身规律的演化,基础研究的成果会不断累

积,在特定的时期形成重大的突破,涌现出一门或几

门学科成为该时期下最有活力、吸引最大注意并且

产生众多科学成果,一般将之称为“科学涌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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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学科”初露锋芒时,各国聚焦优势资源对其进

行顶层布局,人才大量的投身于该类研究,更加驱动

了重大成果的涌现,使得学科的发展更加迅速,形成

良好的循环,例如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

代身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德国高度重视有机化学、量
子力学等学科,始得有机化学和量子力学成为了当时

引领世界科学发展的带头学科。历史经验表明,“世
界三大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往往发生在“科学涌现

期”,大量基础研究成果的形成导致了成果分布地域

的重新分布,自然地导致了“世界三大中心”的转移。
 

(3)
 

基础研究是“世界三大中心”的战略支撑。
世界科学中心是该阶段科学研究的聚焦点,也是各

国学者研讨的核心,为世界科学技术提供了发展方

向。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法国成为继英国

之后的又一个世界科学中心,法国科学家在热力学、
化学等学科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后来的内燃机

革命及化学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引领了当时世界

科学发展的潮流。基础研究的发展推动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经济的

繁荣,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美国硅谷为代表的科

技工业园区、科学城的快速崛起,更是科技经济一体

化的集中体现。重大科技成果也对本国发展具有一

定的战略性和引领性,为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布

局上提供借鉴,我国加大基础研究支出、强化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加强国家实验室和全国重点实验室建

设,打造港澳区高水平学术、经济中心等政策布局便

是出于此,同时重大科技成果也为本国的其他基础

研究提供参考和新的思路,促进了学科的交叉和交

叉学科的发展。

2 凝视当下:基础研究与“三位一体”战略相

互促进

  在历史上,基础研究与科学中心转移有密切联

系。在新时代下,我国基础研究发展呈现新特征与

新趋势。以下通过基础研究支持教育建设与人才培

养的美国经验与中国实践,总结基础研究在教育与

人才培养方面的融合现状,进而对新时代基础研究

发展形势进行研判。

2.1 基础研究与教育发展深度融合

美国作为当前世界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已经成

为全球科学发展与科学生态系统的枢纽[13]。通过

分析美国基础研究支持教育发展的特点以及我国的

发展现状,可梳理基础研究与教育融合发展的图景。

2.1.1 基础研究与教育发展深度融合的美国经验

自1979年起,美国联邦政府对学术基础研究

(Academic
 

Basic
 

Research)的资助金额越来越高,
大力支持美国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基础研究活动

(图1)[14]。根 据 美 国 国 家 科 学 基 金 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U.
 

S.
 

NSF)下属的国家科学

与工程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
 

U.
 

S.
 

NCSES)发起的“高
等教育研究与发展(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ERD)调查”,相较于2020年,2021
年的基础研究如物理科学研究、地球科学研究等高

等教育研发经费略有增长[15]。
除了对高等教育机构基础研究的资助外,美国

各基础研究参与主体(各级政府、高等教育机构、研
究学会/协会)注重基础研究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发

展,力求弥合课堂知识与市场需求的知识差距[15]。
例如,2022年10月,NSF将教育与人力资源局更名

为 STEM 教 育 理 事 会 (Directorate
 

for
 

STEM
 

Education,
 

EDU),旨在培养下一代STEM 专业人

才,支持在STEM 学科中激励和挑战学生的教职

工,其资助涵盖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
博士后职业发展[15]。EDU 为本科生、研究生及青

年科研人员(如博士后)提供研究奖学金、职业生涯

图1 联邦和非联邦资金对学术基础研究的资助(1979—2021财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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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培训、研究计划咨询等服务,支撑基础研究与教

育的不断融合发展。根据 NSF
 

2023年财务报表,

NSF在2023年为EDU拨款13.78亿美元,占NSF
年度总体资助的14%左右,是 NSF第二大拨款对

象[16]。根据往年财务报表,EDU年均资助占 NSF
年度总体资助的12%左右,可见美国基础研究对教

育发展的重视(表1)。

2.1.2 基础研究与教育发展深度融合的中国实践

高等学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点与交汇

点,也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

地[16]。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类高等学校持续深化改

革教育体系,创新教育培养模式,优化基础研究布

局。一系列政策如《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
《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强
调学校层面应深化基础领域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完
善相关学科专业建设质量,持续强化基础研究主力

军地位[17]。根据《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自

2018年至2022年,各类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拨入经

费逐年增长,彰显党和政府对高等教育与基础研究

融合发展的高度重视。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

简称“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教育体系为例,在“铸
魂育人”方面,中国科大深入实施“一流本科教育质

量提升计划行动纲领”,宣讲“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先进事迹,刊发钱学森、严济慈等老一辈科学家专

辑,宣传“科教报国”思想[18],推动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方面,围绕“因材施教”开
展一系列教育实验。2010年,中国科大获批“基础

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构建“两段式、三结

合、长周期、个性化、国际化”教育模式[18],培养出一

系列在国际学术界初露锋芒的科技新星,如曹原、葛
健开、邓宇皓等。

2.2 基础研究支持人才培养与发展

基础研究人才是促进基础研究发展,建成世界

创新高地与重要人才中心的中坚力量。以下将从基

表1 STEM教育理事会年均资助金额及其

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年度总体资助比例表

财年

资助

金额

(亿)

占NSF年度

总体资助

金额比例

财年

资助

金额

(亿)

占NSF年度

总体资助

金额比例

2023 13.78 14% 2018 9.02 12%
2022 9.16 11% 2017 8.73 12%
2021 10.29 11% 2016 8.79 12%
2020 10.14 13% 2015 8.66 12%
2019 9.22 11% 2014 8.45 12%

础研究人才培养、成长发展规律、基础研究人才流动

三个方面阐释我国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与发展现状。

2.2.1 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现状

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方面,为了回应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及社会经济发展,创新基础研究人才培养

体系,截至2023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等39所高校发布“强基计划”招生简章,主要选

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

秀的学生,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相关专业

选拔培养有志于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19]。在2023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

金委”)公布的获批青年学生项目中,部分获批项目

申报人为“强基计划”本科生,如上海交通大学于泽

坤、南京大学崔之三等。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学院

获批资助的本科生有5名,其中4人为“强基计划”
本科生[20]。除强基计划以外,各高校推出创新基础

研究教育体系的项目,如北京大学设立“数学英才

班”、“物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清华大学实施

物理人才培养“攀登计划”。针对低年级学生,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实施“少年班”,清华

大学实施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北京

大学实施“数学英才班”。针对基础研究不同的人才

层次,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注重“科学育

苗”,给予中学生、大学生多层次的支持与资助,促进

科技、教育、人才三位一体发展。
在基础研究人才资助方面,自然科学基金委形

成完整的人才培养及资助体系,资助项目包括创新

研究群体、基础科学中心、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构成覆盖科研人

员学术生涯全周期的人才资助体系,为基础研究人

才持续培养与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2023年6月,
自然科学基金委宣布强化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加大

对优秀博士生的支持力度,探索设立杰出青年基金

延续资助项目,构建基础研究人才长周期培养机

制[21]。自然科学基金委在2023年7月启动青年学

生项目,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
汉大学8所试点高校推荐申请,是自然科学基金委

首次资助本科生的项目,大力促进我国基础研究青

年人才的培养与发展。

2.2.2 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特征

为了分析国内外基础研究人才的发展情况,本
研究以Elsevier发布的“全球2%顶尖科学家榜单”
作为基础数据。该榜单包括生涯影响力排行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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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起始年以1960年起始)与年度科学家影响力排行

榜(以科学家当年科学影响力作为排行依据)。与

Web
 

of
 

Science的高被引科学家榜单相比,该榜单

涉及的指标更加广泛,包括引用次数、H 指数、Hm
指数、一作论文被引量、独著论文被引量、综合得分

等指标。
首先,从生涯影响力排行榜来看,基础研究领域

的生涯影响力排行榜大部分是中国、美国、法国、英
国、意大利、德国的科学家(图2)。从发展趋势来

看,除了中国与意大利,其他国家的基础研究领域顶

尖科学家逐年减少。中国基础研究领域顶尖科学家

占比在2020年首次超越法国,跃居这些国家中的第

四。自2018年以来,中国基础领域顶尖科学家数量

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与第二梯队国家(英国、德国)
的差距逐渐缩小。

图2 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基础领域顶尖

人才占生涯影响力排行榜总人数比例图

注:榜单的基础领域学科包括生物学、化学、地球学与

环境科学、数学与统计学、物理学与天文学。

其次,从年度科学家影响力排行榜来看,中国基

础科学领域顶尖科学家的年度影响力榜单占比呈现

直线增长的趋势,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基础科学

领域科学家在国际上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图3)。
除此之外,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都呈现逐年下降的

趋势。其中,美国的下降速度最快,法国下降趋势最

缓。对比两个榜单的数据,从逐年趋势来看,各国的

基础领域科学家在两个榜单中的表现基本一致。一

方面,虽然中国基础领域科学家的生涯影响力相较

于美国仍有不小的差距,但与英国、德国的差距逐渐

缩小。另一方面,中国基础领域科学家在年度影响

力榜单的占比增长迅速,是世界上增长速度较快的

国家之一,现居世界第二,远超英国、德国、法国、意

大利。

图3 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基础领域顶尖

人才数占当年影响力排行榜总人数比例图

注:由于Elsevier未发布2018年年度影响力排行榜,
故2018年数据缺失。

2.2.3 基础研究人才流动特征

高质量人才的流动作为世界人才中心的重要部

分,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世界范围内的基础研究发展

与创新[22]。相较于以往单向的“人才流失”“人才流

入”,目前“人才环流”是国内外人才流动的新趋势。
自2014以来,随着“引进来、送出去”政策的出台以

及科研院所、高校等机构强调海外经历的必要性,我
国基于求学、就业等目的频繁来往的流出国、流入国

或第三国的人才逐渐增多,“人才环流”的趋势日益

显著[23]。近年来,国内外人才流动,尤其是中国的

人才流动呈现以下两点特征。
一是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仍然是人才流动

最活跃的国家,中国人才流动与美英德差距较大。
从人才流失与人才流入的流动网络来看,美国一直

是人才流动最频繁的国家(表2)。美国、英国、德
国、意大利属于人才流动频繁度的前列国家,这与科

学中心转移的规律相似[24]。此外,新时代以来,中
国人才流动增长态势迅猛,尽管与上述人才中心的

差距较大,但成为近年来科研人员,尤其是高质量人

才的流动中心之一[25]。
二是我国实现从“人的流入”到“智力的流入”的

转变,但人才流入后,科研水平下降。首先,在流入/
移居中国之后,人才的学术论文生产力和通讯作者

相较于在流出国/地区时增长更快。出版物中人才

署名顺序的转变反映出他们从承担论文撰写、数据

搜 集 与 分 析 的 角 色 转 变 为 领 导 者 (Principle
 

Investigator,
 

PI)或提供项目经费支持。然而,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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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主要国家世界高质量科学家流动指标

国家
1921—1940年 1941—1960年 1961—1980年 1981—2000年 2001—2020年

入度 出度 入度 出度 入度 出度 入度 出度 入度 出度

美国 0.92 0.85 0.93 0.99 1.00 1.00 1.00 1.00 0.98 0.99
英国 0.60 0.69 0.69 0.57 0.44 0.45 0.42 0.44 0.41 0.43
德国 0.36 0.44 0.15 0.23 0.22 0.24 0.33 0.33 0.38 0.40
意大利 0.03 0.22 0.04 0.11 0.11 0.15 0.31 0.33 0.35 0.36
瑞士 0.18 0.16 0.16 0.20 0.21 0.17 0.22 0.21 0.32 0.33
法国 0.01 0.05 0.08 0.13 0.14 0.15 0.23 0.23 0.22 0.23
中国 0.02 0.12 0.00 0.10 0.01 0.09 0.06 0.10 0.26 0.27
加拿大 0.10 0.13 0.12 0.14 0.14 0.15 0.22 0.23 0.22 0.21
日本 0.04 0.04 0.02 0.06 0.08 0.09 0.17 0.17 0.17 0.16
西班牙 0.00 0.01 0.00 0.03 0.00 0.02 0.10 0.08 0.10 0.13
网络中心度 14.74% 15.33% 12.43% 6.44% 3.31%
  注:跨国流动网络以高质量科学家发表论文署名国家变迁的信息为基础,每个国家或地区为节点,国家或地区间高质量科

学家流动次数为边。入度是指其他国家/地区指向某国家/地区的边的权重和,出度是指某国家/地区指向其他国家/地区的边

的权重和,具体计算过程见文献[24]。
资料来源:《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研究———基于高质量科学家流动》一文[24]

 

入/移居中国以来,这些人才普遍出现研究质量下降

的现象,体现在顶级期刊 Nature、Science、Cell、

PNAS 论文数量减少[26]。这可能是由于流入人才

需要面临组建家庭的压力[27]、行政职务的压力[28]、
社会环境的负担[29]。

2.3 新时代我国基础研究的新特征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数智化驱动的时代背景下,面临新的以问题为导向

的战略性和紧迫性,以创新为导向的交叉性和复杂

性,以需求为导向的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新趋势。
一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战略性和紧迫性。目前,

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蓄势待发,基于我国加快建立建成世界创新

高地与重要人才中心的战略需求,我国基础研究必

须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处于工业与科技革命的

双重影响下,信息化、智能化技术为基础研究带来新

模式、新方法、新工具与新问题。“AI
 

for
 

Science”成
为科学研究的新范式。科学智能辅助科研人员认

识、模拟、优化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与规

律,大大提高了科学发现的速度。因此,无论是战略

性基础研究还是自由探索基础研究,都需要以科技

革命与范式创新带来的新问题为导向,抢占基础研

究竞争的先机。
二是,以创新为导向的交叉性和复杂性。传统

上对科学知识体系演化的认识是树形结构,实际上

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是不断交叉、融合、分化的复杂

网络结构,这也是当前推动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的

重要依据。基础研究是整个学科体系以及其他科学

活动的源头。应用研究以及科技发展依赖基础研究

对自然界的规律描述与方法论。因此,基础研究是

前沿领域、交叉融合学科的催生点与生长点,促进各

个学科的联动、重组与交流。
三是,以需求为导向的前瞻性和系统性。要关

注科学—技术—经济之间深入融合的发展趋势,打
破边界,系统布局。首先,需要强化基础研究布局的

前瞻性与战略性。基于基础研究问题的急迫性与复

杂性,基础研究需要面向数智化驱动范式变革的科

技前沿,面向国家加快迈进“世界三大中心”的战略

需求。其次,结合国家战略需求与经济发展目标,面
向经济主战场,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推动科学、技
术、经济的深度融合。

3 展望未来:基础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对策

建议

基础研究是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战略支

撑。近代科学以来,基础研究与世界科学中心、人才

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同向同行。我国自新中

国建立以来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在我国教

育、科技、人才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时代,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

待发,数智驱动的科研范式转换给基础研究带来新

的机遇和挑战。新形势下,亟待加强对基础研究和

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面向国际科技竞争和我国科

技强国的战略需求,亟待加强战略性基础研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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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优化基础研究资助布局、发挥科技咨询的决策支

撑作用等进一步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的体系化能力,
强力支撑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

战略。

3.1 面向基础研究的先导性和变革性趋势,亟待加

强对基础研究规律的再认识

  从历史上看,基础研究是推动“世界三大中心”
转移的重要战略支撑,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在

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战略中的先导

和变革力量日益凸显。当前数智驱动的科研范式变

革对基础研究的组织模式、管理方式、治理体系、研
究手段、技术和工具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基础研究呈现新的发展趋势、新特征和新规律。亟

待加强对我国基础研究、科学发展规律和基础研究

人员成长规律等的深入解析。一方面,加强对基础

研究及其发展规律的再认识,包括不同领域的基础

研究演化规律、不同领域科学知识生产和演化规律、
知识创新与科学发现规律等。另一方面,加强对基

础研究人才成长规律的再认识,包括基础研究人员

的学术产出节律及研究主题迁移、研究人员的科研

动力和激励机制、研究人员的知识创造能力和研究

潜力、基础研究领域科研人员的流动规律(流失—流

入—环流)等方面。从
 

“世界三大中心”转移规律中

不断揭示和深化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律

的认识。

3.2 面向基础研究的交叉性和系统性趋势,亟待加

强战略性基础研究

  早期的科学研究通常是以兴趣驱动的“纯科学”
研究,是以个体为主的研究行为。近代西方科学建

立以来,科学进入建制化发展阶段,“纯科学”仍然以

自由探索为主。直到20世纪40年代,艾尼瓦尔、布
什给美国国会提交《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规模

化、有组织的科学研究计划得到快速发展,“自由探

索”和“需求导向”两种科学研究组织模式共同推动

基础研究从“纯科学”走向应用转型。基础研究作为

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战略力量,必将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进入社会

主义建设新时代,面向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和

“四个面向”的科技发展战略需求,亟待大力培育和

开展战略性基础研究。战略性基础研究就是国家目

标导向明确、依靠建制化团队开展长期稳定的联合

攻关、投入规模相对较大的基础研究[30]。特别是持

续稳定地支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战略性基础研

究,解决国家中长期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和世界

科学前沿问题,为抢占未来技术制高点提供有力支

撑[31,
 

32]。战略性基础研究对我国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化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支持。一是,战略性基础

研究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直指关键“卡脖子”技术,是
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性、战略性谋划,有力提升科技

创新体系化能力。二是,战略性基础研究直接推动

战略科技力量(高校、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等)调整

学科结构,促进学科交叉和跨学科学习,面向重大发

展战略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三是,以重大需

求和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战略性基础研究有利于促进

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过程与模式的优化,锻炼

和培养战略性科学家。

3.3 面向基础研究的复杂化和体系化趋势,亟待优

化基础研究资助布局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迅速,在超导材料、大
数据科学、智能计算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然

而整体上基础研究的结构布局不均衡,发展不充分

的矛盾依然存在。面向基础研究不断复杂化和体系

化的发展趋势,通过优化基础研究资助的战略布局,
加快培育和发展以“数据科学”和“智能科学”等为代

表的带头学科,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协同发展,提升

基础研究创新的体系化能力。具体包括:(1)
 

“借力

打力”。依托已有的基础研究“高峰”和“中心”,加快

形成基础研究的“磁场效应”,培育具有核心竞争优

势的基础研究高地。(2)
 

集中攻坚。以问题为核

心,开展持续性、稳定性的基础研究资助。(3)
 

需求

导向。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开展战略性基础研究布

局。(4)
 

“开枝散叶”。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过程

中,做好区域布局。在强化基础研究过程中不断推

动领域主题分化,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以带头学科

为引领,系统优化学科布局,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
才的一体化发展。

3.4 面向基础研究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趋势,亟待健

全科技咨询决策机制

  科学研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与人类社会

发展同频共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趋势日

益明显。从科技史来看,基础科学研究经历了从以

个人兴趣驱动的“自给自足”的“农耕化”研究时代,
进入以科学合作为标志的大科学研究的“工业化”研
究时代。信息社会的到来,以计算机辅助分析为标

志的信息技术推动基础研究进入“信息化”研究时

代。当前,AI
 

for
 

Science给基础研究带来变革性影

响,以数智化为标志的基础研究已经进入“数智化”
研究时代。基础研究是特殊类型的科学劳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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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和科学发现更加需要科研人员的洞察力、判断

力和理解力。数字化、智能化越强就越需要科研主

体的研判和解析。这一背景下,应进一步完善和发

挥我国科技咨询制度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以中央

科技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

等科技决策咨询机构在推动基础研究发展中的重要

决策支撑作用。此外,科研人员应发挥好“科学守门

人”的作用,进一步优化同行评议制度,建立同行评

议的沟通对话机制,共同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提
升基础研究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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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hand
 

and
 

focu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
 

Historically,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lds
 

important
 

centers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
 

all
 

stemmed
 

from
 

major
 

breakthroughs
 

in
 

basic
 

research
 

and
 

its
 

applie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Yuasa
 

Phenomenon”
 

in
 

science,
 

the
 

worlds
 

science
 

centers,
 

talent
 

centers
 

and
 

higher
 

education
 

centers
 

are
 

basically
 

isomorphic.
 

Entering
 

the
 

new
 

era,
 

Chinas
 

basic
 

research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talent,
 

emerging
 

new
 

features
 

and
 

new
 

trends,
 

are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law
 

of
 

basic
 

resear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
 

In
 

the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basic
 

research
 

funding
 

system
 

should
 

be
 

oriented
 

to
 

the
 

refinement
 

and
 

systematization
 

of
 

basic
 

research
 

and
 

strengthening
 

strategic
 

basic
 

research
 

layout.
 

Moreover,
 

it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aradigm
 

and
 

enhanc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basic
 

scienc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laws.
 

Besides,
 

it
 

is
 

suggested
 

to
 

be
 

oriented
 

to
 

the
 

intelligence
 

and
 

digitization
 

of
 

basic
 

research,
 

promote
 

expert
 

particip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Keywords basic
 

research;
 

education,
 

technology,
 

talent;
 

integrated
 

strategy;
 

shifting
 

of
 

“the
 

worlds
 

three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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